













50 年代初, 以“耕者有其田”为主要内容的台湾省第一阶段农地制度改革, 极大地激发了
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从第一阶段农地制度改革前的 1948年至佃农还清地价的 1962
年,农业总投入增加了 70%(其中劳力投入增加 34%、资本投入增加 18. 4%) , 农业总产出增
加 130%。与此同时,还带动了台湾经济的全面发展,完成了“农业培养工业”的历史性任务。这
具体表现在: ( 1)由于征收地主多余的土地,促使地主将剩余的资本由投资土地转移到工商业,




造了适宜的条件; ( 4)农地制度改革之后,土地分配平均化, 导致土地价格下降,这就有利于减
少工商业投资成本,加快工商业发展步伐。
台湾第一阶段农地制度改革的直接后果,是促使长期支配台湾农地制度的传统地主佃农
制的解体。佃农和半佃农的农户所占比重,从 1952年的 62%下降到 1970年的 23% , 1984年
进一步下降到 14%。相反,自耕农的农户比重从 1952年的38%提高到 1989年的 86%。目前,
平均拥有 1公顷耕地面积经营规模的自耕农已经成为台湾农户的主要形态。这就决定了台湾
农户耕地规模的零细化。1994年平均每个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为 1. 08公顷。其中拥有0. 5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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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速度必然呈下降的趋势。1953年—1959年, 台湾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 5. 7%; 1960年—

















































作园艺作物、杂粮以及休耕者,每季每公顷补贴 1. 5吨稻谷。以上转作稻田连续给予 3年的补
贴。此项稻田转作实物补贴办法,自 1988年起改为现金补贴,以便利实施。此项计划实施后,
稻田面积从 1983年的 64. 6万公顷降到 1995年的 36. 3万公顷,稻谷产量从 1983年的 248万
吨减少到 1995年的 168万吨。为了维持稻米供需平衡, 1989年 12月制定了“稻米生产及稻田











括: ( 1)提供扩大农场生产经营规模之购地贷款; ( 2)推行共同、委托及合作经营; ( 3)加强办理
农地重划(把不规则的土地连成一片) ; ( 4)加强推行农业机械化; ( 5)推动农业区域规划。
台湾第二阶段农地制度改革,收到了一定的效果。1985 年平均每户耕地面积为 1. 15公
顷,比 1980年增加了 0. 21公顷。经过重划的土地共有 6. 6万公顷, 土地集中度由 36. 8%增加




















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人均耕地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1/ 4, 单位土地面积承载
着极其沉重的就业压力。我国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基本条件是相当严峻的。发展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的前提,是一部分农民愿意放弃土地,以使土地可以集中经营。而农民愿意放弃土
地的自愿程度,又是建立在他们同土地之间处于什么样关系的基础之上,这里就存在着一个选
择时机的问题。国外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经验表明, 当经济不发达(尤其是二、三产业不发达)、
土地还是农民的基本谋生手段时,农民是不会轻易放弃土地的。当经济发达(尤其是二、三产业
发达)、土地资源因稀缺性而展示出迅速增值的前景时,农民也不愿意轻易放弃土地。因此,发
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最佳时机,应当是农民已经从非农产业获得丰厚而又稳定的收入,因而
不再视土地为基本谋生手段,土地迅速增值的前景又尚未显现,因而农民不会为了追求高额增
值而固守土地不放。抓住这个时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就会以较低的运作成本取得较高的
改革成果。
近年来, 我国一些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也存在着农民从事二、三产业经营并获得较为丰厚收
益,但宁肯使土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也不愿意转让出去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农村
土地实际上承担着发展经济与风险保障的双重功能。土地不仅是农民获取经济收益的基本依
靠,而且是他们在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失败后所赖以生存的风险保障。为了突破这种僵局,近年
来有些地区试行“两田制”, 将土地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两种。“口粮田”依据公平原则按人
均分, 承担着土地的风险保障功能;“责任田”依据效率原则按能力投标承包, 承担着土地发展
经济功能。这种变动办法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
为了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还必须形成相应的土地流转与集中机制。家庭联产承
包制的实行,标志着我国农业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而农户所拥有的经营权, 又是由承
包权利和使用权利组成的, 且在发生土地流转过程中,承包权和使用权会再次分离。因而,建立
土地流转与集中制度的方向应当是: 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在发展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过程中,要特别强调尊重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只有这样做, 才能不妨碍在各种条件成熟
时启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与集中。这种特定意义上的土地流转机制,只涉及土地使用权转让,
不涉及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的转变。因此, 无论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给谁,今后土地如何增值,
承包者对自己所承包的土地均享有应得的权益,不会白白地流失掉。这无疑给转让土地使用权
的承包户,吃下长效的“定心丸”。“三权分离”机制的出现,为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集中,以及推
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打开了一条通道。
(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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